
一、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既有讨论

对社会保障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讨论不是一

个新话题。 有时，该话题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如
福利制度在经济政策、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中的
变化。 可以说，该话题是西方民族－国家发展进程
中的一项重大议题， 全面展开始于 20 世纪中后
期的西方福利国家危机， 讨论巅峰形成于 21 世
纪初期， 以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
界经济危机为发起背景。 从目前西方各国的情况
看，社会保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严重影
响到了西方社会团结， 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那么，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究竟是何种关
系，蕴含着何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呢？ 对此，学者们
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回应，试图解释清楚这一
难题。 大体上，依据讨论视角，可将学者们的观点

划分为以下三种：
（一）经济学视角下的二者关系分析
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保障可能导致福利依

赖和降低经济效益；政治经济学则把福利国家的
出现、发展、重组、削减与政治和经济的互动联系
在一起， 揭示社会保障维护某些社会群体的利
益，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工业主义逻辑认为福利
国家的出现是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结果，强调社
会保障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变迁所需要的手段，社
会保障是服务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是社会保
障发展的前提； 权利－资源理论认为经济利益和
政治利益通过政治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协调得到

制衡，从而保证社会福利的目标；新自由主义认
为，福利制度特别是与工人就业权益保障有关的
政策是经济增长的负担，通向增长和繁荣的道路
是以弹性和解除规制铺就的，把收入和就业保障
的扩展作为公民权利，就意味着对纯粹市场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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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意背离； 需求－资源供给理论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以来， 福利国家时代的社会保障
与经济的完美和谐关系变得不可维续， 福利制度处
于危机之中。面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衰退，经济学家们
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个是“市场扭曲”论，认为福利
制度抑制了市场，侵蚀了就业、储蓄和投资的动力。
第二个是关注于人口老龄化长期剧变所产生的压

力。第三组论断则关注新的全球经济的结果，指出其
无情地惩罚了挥霍的政府和无竞争力的经济。

（二）政治学视角下的理论回应
此方面研究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揭示出

决定不同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模式的深层政治

结构与政治联合传统； 拷问被经济学者夸大的
“全球化”和“老龄化”对福利国家危机所产生的
影响，深刻揭露了福利国家危机表象下掩盖的是
资本主义政治共识危机，即西方资本主义抑制由
经济进步而带来的社会力量发展及政治变革，力
图维持传统工作伦理，维护“商品化”的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分析福利国家所具有的适应性，通过
技术参数改革， 协调社会保障与经济之间的矛
盾，大多数国家都将干预限于边际性调整，比如
延迟津贴指数化、降低收入替代率、以缴费为基
础（而不是以收入为基础）计算养老金津贴。

（三）社会学视角下的理论回应
研究指出福利国家社会结构呈现出与福利

国家兴盛时代不同的“非标准化”特征，导致原有
建制失灵，从而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产生重要
影响。 具体说来，工业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在同质
性较强的劳动力市场基础之上，后工业社会劳动
力市场的弹性与排他性特征明显；后工业社会的
职业周期和生命周期差异变大，传统的由男性负
担家计的家庭正在消逝，生育率正在下降，生命
历程日益“非标准化”，预示着各种不同类型的需
要和期待增多；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比如缓慢
的增长和“去工业化”，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极大
地影响了社会保障与经济的关系。 在欧洲经济共
同体国家，老年抚养比迅速提高，按照既定保障
规则与补助标准， 福利国家维持成本大大提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颁发的 2040 年发展计划中
指出，仅老龄化这一项就会使得医疗卫生保健和
养老金支出成倍地或三倍地增长。

（四）对上述理论观点的回应与分析思路
与上述研究不同， 本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现

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

发展的内生诉求。 一般说来，社会力量及其对现
代国家所形成的政治压力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产生的显性力量。 然而，作为在 19世纪中期建立
起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进而全面实现劳动者
“商品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被动接受
社会保障制度介入， 而是在经过近 30 年的全面
的实践探索后，对其运行弊端进行的一次主动性
回应。 这一隐蔽的推动力量通常被淹没在显性力
量之中。 基于此假设，探讨经济发展的内生诉求
与社会保障关系变迁，从而揭示出变迁的历史轨
迹和发展动向，回应现代福利国家危机。
基于此研究假设， 本文形成如下分析思路：

以 19 世纪中期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为
标志，西方资本主义统治地位全面确立，全面重
塑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劳动力
商品化与工作伦理、工作训诫成为描述这一巨变
的维度。 伴随马克思科学揭示了剩余价值与资本
积累机制， 并在以此为指导的革命运动的推动
下，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形成了劳动力商品化与去
商品化，排他的劳动力市场与工作训诫维持等悖
论，成为马克思观点的又一表达，引起广泛关注
与讨论。其中，劳动力市场成为分析的焦点。通过
理论梳理， 可以清晰呈现出一幅劳动力市场由
“一体”到“区隔”的变迁图景。 围绕于此，社会保
障与经济的价值目标开始出现分歧并难以调和。
在工业化早期，伴随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的建立， 一国范围之内的资本积累达到最大化，
虽然这一时期尚未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但是
在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中蕴含着劳动力维持的内

在诉求。 在工业化中期，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福
利国家，将工作伦理作为社会健康度量标准和规
范性权利，实现了福利和工作的完美结合，社会
保障与资本增值和谐统一。 到了后工业化时期，
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趋于紧张。 曾经得到完美处
理的劳动力市场的“排除”与“包容”问题，开始变
得十分棘手。 埃斯平－安德森指出，机能糟糕的劳
动力市场对现有的社会方案造成了过重的负荷。
原因在于出现了新的工作风险，即妇女、老年人、
低劳动技能人群，青年人成为失业人群，他们已
经难以进入由资本增值主导的劳动力市场中，尤
其在技术飞快进步的背景下， 一些岗位被机器、
智能化设施所取代。 在这一时期中，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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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鲜明的“区隔”特征，即生产贡献率高的职
业居于顶层，进入其中的少数劳动者成为社会精
英，成为社会保障体制内的人；生产贡献率低的
职业居于底层， 进入其中的劳动者成为社会底
层，成为资本试图推出社会保障体制的人。对这部
分事实失业者或生产贡献率低者的不同价值立场

和态度成为社会保障与经济矛盾的聚焦点。 经济
领域中的核心价值立场是维持工作训诫， 惩治懒
人，放松工资管制，采取低工资策略，将这部分失
业者重新拉回劳动力市场或维持低生产贡献率的

工作； 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立场是忽略这些人对
资本增值的贡献率，确保他们享有社会保障待遇。
这导致有工作的穷人在主观上倾向于接受社会救

助资源，而不愿从事低工资工作，从而形成贫困陷
阱，这表明以美英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失效，
未能有效解决由劳动力市场变革而引发的问题。
本文考察不同工业化阶段里的劳动力市场

结构变迁，据此阐释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变迁，进
而揭示出社会保障变迁的资本主义经济内生的必

然性。 同时，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力，回归
马克思主义，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必然走向。

二、劳动力市场变迁视角下社会保障与
经济关系的历史分析

劳动力市场既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

基础，也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得以产生的结构性
保障。 无论是北欧高福利国家，还是欧洲大陆福
利国家，抑或是昂格鲁－撒克逊式福利国家，都建
立在劳动力市场之上。 自 19 世纪中期欧洲各国
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之后，技术革新成为劳动
力市场结构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 为此，本文依
据四次工业革命进行历史阶段划分，将社会保障
与经济关系的演进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保障与经济
这一时期从 18 世纪 60 年代到 19 世纪中

期，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开启了人类社会的
“机器时代”。 工厂替代传统手工作坊，在工业生
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工厂的吸引与圈地运动
的共同作用下，大量劳动力脱离土地，到工厂做
工成为无产者。 随着自由劳动力规模不断扩大，
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 与此同时，人
的存在状态发生根本改变，集中表现在工作伦理

的灌输与劳动力商品化。 所谓工作伦理是一项戒
律，其内蕴含的前提是人类为获得生存和快乐所
必需的事物，必须去做那些被他人认为有价值并
值得为此支付报酬的事情，二是除非是为了汲取
力量做更多的工作， 否则休息是有失尊严的事
情。 ［1］35在这种伦理下，工作是所有人类的普遍状
态，而不工作则是反常的。 对于履行工作职责的
人群而言，与那些有工作能力却因为种种理由没
有工作的他者来分享他们的益处是有失公平的；
只有被他者承认其价值的劳动，即可以要求薪水
和工资的劳动，可以用来买卖的劳动，才具有工
作伦理所认可的道德价值。 ［1］37所谓劳动力商品

化是指自由人将劳动力出售给资本家，并在工作
时间和工作地点消耗其劳动力；作为回报，雇主
为其发放工资，使其购买得以再生产劳动力的生
活资料。由此可知，工作伦理与劳动力商品化的改
造运动都是一场控制与降服的战役。在此形塑下，
工作不仅是经济任务，也是一项道德任务，甚至主
张任何由工作收入所支持的生活， 不论多么悲惨
都具有道德的优越性。然而，工作伦理在工业化蓬
勃发展时期积极解决了劳动力供应的问题， 但是
由后文可知，伴随后工业化时代到来，机器替代人
成为趋势，大量具有教育水平与劳动技能的人无
法实现就业，从而引发空前的工作伦理危机。
在这一时期，资本家非常清楚资本积累的主

题。劳动力是财富唯一的来源，因此生产更多的东
西和往生产过程中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是一码事，
即 “往生产中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东
西＝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 这一时期中的工业生
产形式是与动力机械相结合的体力劳动， 这一时
期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具有覆盖范围最大化的特

点，无论男女老少都允许做工。劳动力市场的排他
性表现在身体健全者与非健全者之别。 随着劳动
力市场规模达到最大化， 过度使用劳动力导致劳
动力储备不足，产生劳动力维持危机。这一危机伴
随传统社会所积累的劳动力储备在抵偿低劳动力

维持与劳动力损耗差额中逐渐消失殆尽而显现。
由此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储备

需求与现实劳动力储备供给的不匹配问题。 由于
这一时期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未采取
积极有效的劳动力维持策略，而是采取引入外来
移民的替代性策略。 这一做法未能从根本上解决
劳动力维持危机所引发的政治、 经济与社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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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虽然这一时期并未直接揭开社会保障与经济
的关系，但是已经蕴有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的核
心问题，并直接推动社会保障在下一历史阶段中
以劳动力维持机制的形式出现。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前期
的社会保障与经济

这一历史时期起于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
纪 60 年代， 电力和有机化工的发明与应用成为
这一时期的标志，再次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
生产能力，制造业的生产技术得到重要改进。
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规模持续扩大，企业

间的竞争加剧，那些尚未完成技术革新的企业很
快倒闭，掌握了新兴技术的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垄
断组织，从而为要求实行大规模集中生产的新兴
工业，如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工
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新兴工业的发展，需要形成
具有相应生产能力的劳动力，必然要求劳动力质
量升级。 因此，在这一时期，不仅劳动力总量维持
对于资本积累是必要的，劳动力质量维持对资本
积累的边际效用开始增大。 然而，在面对由劳动
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劳动力维持问题时，一些国
家采取引进外来廉价劳工的做法，试图继续延续
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做法，但均以失败告终。 为
顺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诉求，同时结合其
他政治与社会推动因素，以德国为代表的资本主
义国家创新了劳动力维持制度，发展出与劳动力
市场存续紧密关联的社会保险制度，开启了“去
商品化”的劳动力维持时代，并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了劳动力质量与再生产能力。
在经过 20 世纪前二三十年的失序后， 西方

资本主义经济体面临急迫的重振工业的发展任

务。 凯恩斯经济思想为其提供发展纲领，一方面
创造劳动力市场容量，即通过规制市场，创造充
分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扩大劳动力总量，提高
劳动力质量，即由公共部门提供具有普遍性的基
本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住房、收入保障和个
人服务等，增强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能力。 伴
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劳动力市场中的 “典
型”、“标准”或“样板”工作和工人家庭结构确立。
在“多重因素”作用下，与之相适应并具有维护功
能的福利国家体制在 20 世纪中期普遍确立起
来。 20 世纪 40、50 年代至 60、70 年代被誉为“黄
金时代”， 其特点是各国经济在大规模稳定的制

造业基础上相对持续增长，各国政府通过运用广
义上的凯恩斯主义政策， 处理国家经济问题，保
障充分就业。 福利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满足市场不
能充分满足的那部分需要———收入中断 （退休、
失业、疾病、残疾）和收入与需要不相适应的阶段
（如对儿童资助）———以及人们普遍认可的应由
国家负担的需要（像人们高度评价的服务，比如
保健和教育方面）。 这一时期福利与效率的最大
化， 要归结于相关利益团体能够承诺限制工资，
以作为对充分就业的回报。 因此，一个强大的社
会安全网对经济的调整能力， 或者更宽泛地说，
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2］

福利国家的诞生极大地挑战了已经奉行两

个多世纪的工作伦理。 一方面，福利国家需要支
持工作伦理作为社会健康度量标准和规范的权

力；另一方面，由于宣称得体与有尊严的生活是
“一种权力”， 应当确保政体中的成员人人享有，而
不用管他们对共同财富的贡献有多大。 因此，福利
国家时期的社会保障实现了把生活从“对社会有用
的”———只有在就业时才可能存在的生产性贡献中
区分出来，损害了工作伦理作为神圣和不受质疑的
国家建设前提。 由此可知，福利国家本身是一个福
利与工作伦理的矛盾体，这使得二者关系成为长期
争论的主题。 在经过这段时期的共识后，至今都没
有一个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法。 因此，留下了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万一不论什么原因，无工作
可做，或是有工作无法承担时，该怎么办？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后期的社会保障与经济
由于在这一时期中，伴随原子能、电子计算

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与应用，各国经
济迎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
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全面、快速发展的时
代。 技术动力的更替与产业升级，必然造成劳动
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 给福利国家带来的最大挑
战是，技术的变化使得制造业不再能够保持大量
稳定的就业，从而影响到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就
业的稳定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利益。 同时，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更加严峻的竞争，增加了劳动
市场的灵活性。 社会保障与经济，抑或福利与工
作伦理的矛盾凸显出来。

20世纪 70 年代以后， 西方各国纷纷寻求新
的政策范式，以化解这一矛盾。 总的来看，普遍采
取“让人们重回工作”的做法，大体呈现出两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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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案。 一是以美、英为代表的国家强调新自由
主义，而不是强调就业或经济增长的目标。 在这
一时期中，广义的货币主义的做法在制定政策中
成了独占鳌头的范式。 ［3］这些国家较为谨慎地采

取了放松管制、市场驱动的低工资战略。 在放松
工资管制的国家，“低工资”现象在无技能、无组
织的工人中，以及在年轻的新参加工作的群体中
表现尤为严重。 在美国，由于缺乏对工资的管制，
最低工资下降到仅占平均收入的 38%，社会救助
金 （对需抚养子女家庭的援助计划） 的数值在
1989 年下降到 24%。 ［4］ 英国从 1979 年至 1985
年，低工资穷人数量从 36%上升至 41%。 ［1］48低工

资战略滋生了在低生产力下“劣等工作”中的就
业增长，即便是专职的、全年的就业，结果获得的
也只能是低于贫困线的收入。 ［5］26低工资的劳动

力市场承受着双重危险：一方面，它使得更高的
收入保护转移，比如社会救助成为必需，同时它
也制造了贫困陷阱，因为低工资造成了人们不愿
意去从事工作。 二是与上述国家不同，北欧国家
采取了依靠公共部门实现充分就业的策略，将平
等与生产性的社会保障结合起来。 随着北欧制造
业就业稳定下滑， 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减少，再
加上斯堪的纳维亚特殊的平均主义工资政策，政
府从一开始就明显意识到， 要维持充分就业，只
有依靠公共部门的服务工作。 应当说，20 世纪
70、80年代， 随着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转向积
极的劳动力市场、对社会服务的扩展，以及对性
别平等的强调，才出现了真正具有显著特征的北
欧———特别是瑞典———模式。
由此可知， 这一时期劳动力市场区隔化明

显。按照罗伯特·瑞克（Robert Reich）的说法，劳动
力市场形成 “符号操纵者”，“各个领域与各个层
次的教育者”，“受雇于个人服务的专业人士”，以
及“常规劳动者”四个分区。 其中，所谓常规劳动
者，是从事着那些没有“令人生畏力量”的职业的
人，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时雇佣性。 这些常规劳动
者往往是低工资穷人或被称作“有工作的穷人”，
占劳动者总数的比例不断攀升。 受科技进步的影
响， 高薪职业的容量相比之前出现了明显的减
少，因此，面对不断缩编的高薪职业，总会有一定
量的劳动者被排除在外。 此外，劳动力市场基于
不同职业的生产贡献率形成分区。 随着生产贡献
率低的就业岗位增多，导致生产率整体下降。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主要经济体的生产率一直在
下降。 在此之前的 10年里，欧洲四个最大的经济
体法、德、意、英的增长率在 2.7%到 4.6%之间，但
是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却下降到 1.1%到 2.7%之
间， 然后在 1989 年到 1995 年又下降到 0.4%至
1.7%之间。 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1996年到 2002
年的增长率仅为 1.4%到 2.6%。 ［6］

劳动力市场的区隔，不仅使社会保障与经济
的关系变得紧张，还使得社会保障体系出现解体
风险。 有迹象表明，若根据福利制度在私人养老
金计划或服务方面的情况来看，富有特权的社会
阶层正从福利制度中退出。 如此说来，要不断改
善福利项目，否则从长远来看，可能引发精英人
群的流失，破坏福利制度基础的稳定性。

（四）第四次工业浪潮下的社会保障与经济
在后工业时代，伴随科技飞速发展，各国开

始进入明显的没有就业增长，甚至就业紧缩的经
济发展阶段。 从减少不熟练工人比重到无技能下
降者的失业，劳动力市场接受了严峻的洗礼。 具
体说来，后工业经济青睐于专业性和技能性的职
业， 对工作职场中不熟练工人的需求大大减少。
由于跨国竞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有所增长，使
得低工资国家能利用他们的比较优势吸引有流

动性的工作。 同时，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被劳动
力市场排斥的风险加大。 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
相比，前者失业的可能性是后者的 2.5倍，长期限
于贫困的可能性则是后者的 5倍。［7］除此之外，当前
过剩劳动力的产生，并不完全是因为劳动力本身品
质不佳，而是缺乏需求。 1996年《欧洲就业调查》表
明，47%的雇员在最近 5年的时间里技能水平大大
提高，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技能下降，但是仍旧面临
严重的失业危机。造成就业问题如此严重的一个原
因是，在强有力的技术发展条件下，资本主义倾向
于“使劳动力价格过高而退出工作”。 高工资成本
（由于强制性的社会缴费）与刚性规则（如工作期
限、昂贵的终止赔偿或者慷慨的社会津贴）相结
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使得资本家认为
对劳动力“再商品化”的付出已经无利可图。
但是，令资本主义纠结的是如何对待被新工

业浪潮清除出去的冗余劳动力。 由前文分析可
知，从上一时期开始，西方各国开始采取就业促
进政策， 发展出了大量低技能、 低工资、“非典
型”、非正规的就业岗位，并大力宣扬工作伦理，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变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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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导人们从事此类工作。 社会服务导向战略
的兴起为低技能工作岗位发展创造了条件。 尤其
在以充分就业作为高福利支撑的北欧国家，社会
服务工作比例更高。 但是，此种就业策略所产生
的问题同样对福利国家稳定构成巨大威胁。 一方
面， 非正规就业的增多加深了对税收基础的破
坏，另一方面，巨大的公共部门劳动力市场引发
了不断上升的税收负担。 当生产增长率较高时，
这一体制尚能维持， 当生产力或私人投资迟缓
时，就会出现严重的成本问题。
在这一时期中，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区隔化格

局逐渐定型 ［5］9，劳动力市场排他性成为最敏感的
测量指标。 学术界对此有不同表述，如形成“典型
性工作”和“非典型工作”，“核心职业阶层”和“边缘
劳动大军”，“内部人”和“外部人”等表述。对于前者
而言，以男性为主，享受着高工资、尊贵的社会权利
以及强大的就业保障；对于后者而言，以女性为主
体，他们或者依靠男性家计供养者的工资，或者依
靠福利制度的转移支付。 ［8］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区隔

程度的加深， 使得劳动力市场无法实现更大的灵
活性。“典型性工作”、“核心职业阶层”、“内部”劳动
群体深深陷入对终身工作保障的依赖， 强化了内
部人的刚性，巩固了他们的特权地位，并通过集体
组织来抵抗任何有关削弱“标准就业关系”的尝试。
同时，劳工阶层变得更加分散和难以组织化。

三、当代劳动力市场区隔下的社会保障
与经济发展矛盾分析

自劳动力市场形成以来，区隔、排斥与分层
始终存在。 由前文分析可知，大体经历了身体、劳
动技能、教育水平、年龄、性别与生产贡献率的区
分历程。 在当代，伴随技术发展与经济结构变化
的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区隔化特征鲜明，极大地
挑战了建立在就业岗位高度同质化基础之上的

传统福利国家体制。 这一时期以职业的生产贡献
率作为区隔劳动力市场的因素，在劳动力市场区
隔化变迁的惯性下，呈现出身体、劳动技能、受教
育水平、年龄、性别与生产贡献率相重叠的特征。
职业的生产贡献率伴随工业和服务业的内部结

构变化而变化。 1931 年霍夫曼在《工业化的阶段
和类型》一书中指出，在工业化第一阶段，消费资
料工业的生产在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资本资料

工业生产不发达；第二阶段，资本资料工业的发
展速度比消费资料工业快，但在规模上仍比消费
资料工业小得多；第三阶段，消费资料工业和资
本资料工业的规模大体相当；第四阶段，资本资
料工业的规模超过了消费资料工业的规模。 其
中，重化工业内部的结构变化过程为，从以原材
料和基础工业为主逐步升级到以高加工度和技

术密集为主；服务业内部的结构变化为，传统服
务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交通运输仓储业）占
服务业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邮政通讯、金融保
险与社会和私人服务行业占服务业的比例则比

较稳定，房地产服务业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 在
此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
依据劳动生产率及其产生的生产或资本积

累贡献率的高低形成职业分层， 与此相对应，劳
动力市场呈现分化区隔的结构特征（见下图）。

由图 1 可知，掌握核心劳动技能的高薪职业
人员与掌握需求性劳动技能的中等收入从业人

员，处于传统的福利大厦之中，那些新出现的、劳
动形式具有“弹性特征”的低工资从业人员则处
在低工资与基于家计和资产调查的社会援助的

夹缝之间，成为最大利益受损者。 从发展趋向上
看，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断削减失业和残
疾人津贴，以及采取将养老保险待遇与积极工作
相挂钩的严苛措施，诱使贫困者对低工资工作感
兴趣， 从而使低收入职业从业人员规模持续扩
大。 那么低收入工作的人群是否可以经过再培训
上升到高收入区域呢？ 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因为
现代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高是南辕北辙的，换
言之，技术进步以替代和消除劳动力来衡量。 因
此，从这个意义上，英美对接受救济者的谴责，并
将贫困完全归因于内在原因是矛盾且荒谬的。
掌握核心与需求性劳动技能的劳工阶层在

图 1 劳动力市场区隔图

无工作人群

低收入职业者 从事常规劳动者

掌握需求性劳动技能

中等收入职业者

高薪职业者
掌握核心劳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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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担当一种角色，对社会做出了有用的
贡献，因而也期待得到相应的补偿；下层阶层的
人们处于流动的状态， 每个位置都是暂时的，原
则是服从与变更。 他们站在或被置于发展阶梯的
底部，期待着向上攀爬；底层阶层，这一阶层中的
人们处于劳动力市场之外，没有机会也没有需要
被重新认可，人们没有角色，对其他人的生活没有
什么有用的贡献。 这明显降低了对“去商品化”劳
动力维持制度继续发展的需求， 即当劳动力不再
是财富的唯一来源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
从而大大降低发展“去商品化”劳动力维持制度的
积极性， 甚至认为不断扩大的社会福利破坏了社
会公平。 因此，社会保障与经济对立关系背后的问
题是，对生产 ／资本积累贡献率低甚至没有的人群
的权力排斥。 力图维持“工作伦理”的低工资策略
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加剧社会分裂。从社会保
障与经济之间的矛盾来看， 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
的体现，再次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生命力。

参考文献：
［1］［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

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10.
［2］Calmfors，L.and Driffill，J.Bargaining Structure，Cor-

poratism，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J］．Eco-
nomic Policy，1988，6（3）：14-61.

［3］Kathleen R. McNamara.The Currency of Ideas：
Monetary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 ［J］． Cor-
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15）：185.

［4］Moffitt，R.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and the Wel-
fare State’，in G.Burtless （ed.），A Future of Lousy
Jobs? [M].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0：35-201.

［5］［丹麦］考斯塔·埃斯平－安德森 ．转型中的福利国
家［M］．杨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6］［英］彼得·泰勒－顾柏编．新风险 新福利 欧洲福利
国家的转变［M］．马继森，译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
保障出版社，2010：5.

［7］Eurostat．Persistent Income Poverty in the EU ［J］．
Statistics in Focus，series3，2000,(13).

［8］Bentolila，S.and Dolado，J.Spanish Labour Markets
［J］．Economic Policy，1994，（4）：55-99.

（责任编辑 焦德武）

（上接第 119页）
（6）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民终字第 19164
号判决书。

（7）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知）初字第
32295 号判决书。

（8）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字第 5 号判决书。
（9）参见张新宝：《名誉权的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5 页；许中缘：《论商誉权的
人格权法保护模式———以我国人格权法的制定为
视角》，载《现代法学》2013 年第 4 期；王娜加：《论
侵害商誉权及其法律救济》，载《内蒙古师大学报》
1999 年第 1 期。

（10）Ohly/Sosnitza，Kommentar Zu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7 Aufl，2016，Einf A，Rn 24.

（11）OLG Hamburg GRUR 92，531; KG WRP 99，339.
（12）Ohly/Sosnitza，Kommentar Zu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7 Aufl，2016，Einf D Rn
9，§5 Rn 87.

（13）Ohly/Sosnitza，Kommentar zu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7 Aufl，2016，§4.2 Rn 2/14.

（14）Ohly/Sosnitza，Kommentar zu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7 Aufl，2016，§4.1 Rn.1/13

（15）BGH GRUR 02，820，830; BGH GRUR
02，982，984; BGH GRUR 10，161.

（16）参见孔祥俊：《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现代化》，载《比
较法研究》2017年第 3期； 张占江：《不正当竞争
行为认定范式的嬗变》，载《中外法学》2019 年第
1期。

参考文献：
［1］吴汉东.论商誉权［J］.中国法学，2001，（3）.
［2］郑志涛，王崇敏.我国商誉私法保护的实证分析与
启示［J］.法律适用，2016，（3）.

［3］臧俊恒 .商业诋毁司法适用的利益平衡———兼评
“网贷评级第一案”［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8，（4）.

［4］姚辉，阙梓冰.批评同行的尺度———商业诋毁行为
的司法认定［J］.中国应用法学，2018，（6）.

［5］龙俊.商业诋毁构成要件研究———兼评新《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 11 条［J］.河北法学，2019，（4）.

［6］［美 ］戴维 J.格伯尔 .二十世纪欧洲的法律与竞
争［M］.冯克利，魏志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4：45.

［7］［德］弗诺克·亨宁·博德维希.全球反不正当竞争法指
引［M］.黄武双，刘维，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9.

［8］范长军.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M］.北京：法律
出版社，2010：437.

（责任编辑 吴 楠）

!!!!!!!!!!!!!!!!!!!!!!!!!!!!!!!!!!!!!!!!!!!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变迁逻辑

147


